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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从“独角戏”到“交响乐”
核心提示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如何切实贯
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利用刑事和解的方式，
从单纯地依靠打击犯罪维护稳定上升到通过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近年来，郑州市检察
院致力于推进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 实行轻微
刑事案件委托人民调解新机制，收到良好的社
会效果。据了解，2009年1月至2010年3月，根
据刑事和解与人民调解对接机制，郑州市检察
机关已对745件912人轻伤害和交通肇事案件
成功进行了刑事和解，消除了人民内部矛盾纠
纷，增进了人民群众之间的和谐相处。

“阳光私了”的背后是人民调解

2010年 4月，新密市检察院公诉部门在对
郑某妨害公务致出勤民警轻伤一案的审查起
诉时，郑某态度诚恳，积极认罪，并希望就民事
部分与被害人和解。

检察官认为，郑某主观恶性不大，所涉嫌
的妨害公务罪最高刑为 3年以下有期徒刑，虽
然在本案中造成被害人轻伤，但也符合适用轻
缓刑事政策案件的范围，可委托人民调解组织
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成功，既能较快解决被害
人的治疗费用问题，还能给郑某一个悔过自新
的机会。经检察长批准，办案检察官将案情及
时通报给新密市司法局，请人民调解委员会出
面先进行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主持调解中，耐心细致
地做双方亲属的思想工作，向他们讲明事故中
双方的责任以及法律后果，及时引导双方进行
和解。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双方从刚开始
时的意见分歧较大，到逐步缩小赔偿金额差
距，最终达成和解协议，由郑某家属赔偿被害
人19000元。被害人的亲属说：“调解员的话在
理，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再要求
追究郑某的刑事责任了。”随后，被害人并向检
察机关提出了建议不追究郑某的请求。

新密市检察院及时把郑某的逮捕措施变更
为取保候审，并且认为郑某虽然取得了被害人
的谅解，但是妨害公务罪也侵犯了“公务”这一
法益，故应依法提起公诉，但是建议法院考虑到
郑某的认罪态度及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实际情况
依法从轻判处，法院采纳了该院的意见，从轻判
处郑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据悉，新密市人民检察院实行轻微刑事案
件委托人民调解新机制半年来，共办理轻微刑
事和解案件 104 件，已有 115 名犯罪嫌疑人从
中受益。

“现实生活中，类似郑某这样的小案件时有
发生。”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祖伟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长期以来，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
只要构成犯罪的就要捕，捕了就要诉，诉了就要
判，但效果经常不尽如人意。比如上述案件如
果判决，虽然很容易是非分明、黑白清楚，但必
然会在当事人双方心中结下长期的“疙瘩”，埋
下矛盾隐患。犯罪嫌疑人无论犯罪轻微与否，

“不良记录”将使其终身蒙上阴影；被害人因漫
长的诉讼，难以得到相应的经济赔偿。

记者从郑州市检察机关了解到，他们每年受
理的案件中，70%为轻微刑事案件，多是由生活琐
事、经营矛盾、邻里关系等引起的。“对过多的人
适用刑法，既违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会引
起被告人及其亲友乃至更多人对政府和司法机关
的抵触情绪，激化矛盾，无法实现‘案结事了’，不
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杨祖伟告诉记者说。

刑事和解牵手人民调解

“过去我们调解矛盾纠纷是唱‘独角戏’，现
在变为演奏‘交响曲’了。”郑州市司法局副局
长席现军说，今年1月份，巩义市康店镇发生一
起村民因帮助村里打井解决吃水问题，结果在
施工中突发心脏病意外死亡的赔偿纠纷案。死
者家属要求村里赔偿20万元，并扬言不同意就

要举花圈、抬棺木前往堵门。后在调解员们多
方的努力调解下，最终双方达成和解，该村一次
性补偿死者家属7万元，平息了这场风波。

“去年一年，全市各级调委会共调解各类
矛盾纠纷近 6万起。”席现军告诉记者说，他们
已实现了无民转刑案件、无民间纠纷激化、无
群体性上访事件、无民间纠纷引发自杀等民调
工作“四无”的目标。目前，全市人民调解组织
派驻基层法院人民调解室调解人员70多人，共
调处法院委托民事纠纷案件1030件，派驻基层
派出所调解人员 200余人，调解公安部门委托
治安及民事案件800 余件，调成率为90%；各级
检察机关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轻微刑事案
件9件，现已全部调解成功。

据了解，全市共建立了各级民调组织2981
个，专职民调员 8340名，每个村（社区）调委会
都至少有3名专职人民调解员。郑州市每年投
入各项人民调解经费达 3000 多万元。郑州市
还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民调组织网络，可
以说，对于构建“三位一体”大调解格局已具备
了有利条件。

“刑事和解牵手人民调解，是充分利用和
发挥检察院和人民调解组织的资源优势，既缓
解了检察机关的办案压力，又为当事人提供了
方便、快捷、经济、平和的纠纷处理渠道。”郑州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范俊说，检察院的职能主要
是进行法律监督和追诉犯罪，如果充当调解

员、刑事和解主持人，这就与检察院的身份相
冲突。所以，为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在诉讼活
动中的法律监督定位，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
裁判员”的角色尴尬，符合刑事和解的案件，将
会由与案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人民
调解员担任主持者，而检察机关不直接参与调
解，但对案件的整个调解进程、双方是否自愿、
是否合法等进行法律监督，对达成的刑事和解
协议等依法进行审查。

刑事和解取得多赢效果

去年11月，郑州市郑东新区姚桥乡小金庄
村村民金某捡木棒时与邻居臧女士发生争执，
结果臧女士在撕扯中脚部受伤。经鉴定, 臧女
士脚部损伤程度已构成轻伤。金某因涉嫌故
意伤害罪被逮捕，由于在侦查环节没有达成赔
偿协议，使金某一直在押。而金某因离异，10
岁的女儿在家中无人照顾。承办该案的检察
官在审查案件时发现，金某主观恶性并不大，
对其做不起诉处理效果更好。经过多次说理，
双方同意和解。最终金某向臧女士赔礼道歉，
并赔偿其9000元，臧女士表示不再追究金某责
任，双方握手言和，重归于好。检察院对金某
做不起诉处理。

“刑事和解不是‘花钱减刑’。”范俊强调
说，就金某与藏女士的案例来讲，他们能和解
的前提是金某对被害人藏女士民事损害部分
给予赔偿，得到藏女士谅解后达成和解。金某
的赔偿有别于刑罚中的罚金。

“和解协议达成后，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
嫌疑人金某是真实认罪，双方和解是真实的，
特别是被害方藏女士不存在被暴力、胁迫或其
他不正当手段影响而被迫‘和解’的情况，才能
对嫌疑人或被告人的金某从轻处
罚。”范俊介绍说，还必须保证和
解协议内容符合刑法、刑事诉讼
法及民事法律等有关规定。

据有关规定，委托人民调解、
适用刑事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主
要适用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
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且应该符合以下条件：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系自然人；案件有直
接的被害人，且被害人系自然人；
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
分；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触犯刑法，
且属于公诉范围案件；犯罪嫌疑

人悔罪，并且对主要事实没有异议。

和解协议怎样才有效？

昨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符合以下条
件的才能认定双方达成和解：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真诚悔过，并向被害人赔礼道歉；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就赔
偿、补偿等事项协商一致，并且已经按照刑事
和解协议书、刑事和解调解书实际履行；被害
人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给予谅解，
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从宽处理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

和解协议怎样才有效呢？对此，河南政法
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张建成认为，人民调解委
员会以中立身份介入刑事和解案件后，确保和
解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双方自愿约定，检察官只
负责审查把关、监督协议执行。这不仅有利于
群众更多地参与司法活动，促进司法活动的公
开和透明，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司法腐败，防止
司法权力滥用现象，推动司法公正。

“司法机关通过人民调解，降低了司法成
本的投入，免除了以后的起诉和审判等环节，
可以把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到其他更为重要
的案件中去。”据介绍，人民调解委员会未介入
刑事和解案件前，基层检察院办理刑事和解案
件最快的1个月左右，最慢的6个月，调解次数
最少也在3次以上，还容易受到被害方的误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介入刑事和解案件后，调解环
节全部交给其负责，从已办结的刑事和解案件
看，大多数在1个月以内结案，最长的也没有超
过两个月，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大大缓
解了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时间紧、任务重的矛
盾，而且社会效果明显。

本报记者王晋晋 通讯员 胜利 任兵 朱煜琪 文/图

6月6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颁布，纲
要称，“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
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
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面对这则“新闻”，笔者
感受到的不是振奋，而是焦虑——取消行政级别，何时
才动真格？

早在今年2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和网友交
谈时，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
题：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
立行政级别。”这是我国高层第一次明确大学取消行政
级别。此后，2月28日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又提出“逐步取消学
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

但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在随后的全国两会上，
遭遇多位大学校长的反对，他们以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的身份发言认为，在当前“官本位”的社会背景下，
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的地位，影响大学
的作为。还有大学校长说，出版社有级别、科研机构
有级别、医院有级别，为什么单单大学校长不能有级
别，这不公平。

眼下的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两点，可以说
是对部分大学校长质疑的回应。其一，取消学校实际
存在的行政级别，已不是“逐步”，而是“现时”。这是比
教改《规划纲要》更明确的改革措施。其二，不仅要取
消学校的行政级别，科研机构、医院等事业单位的行政
级别都要取消。

但是，如何让改革从文本走到现实，仍是难题。
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改革，还面临两大困境。一

是改革由教育行政机构牵头。近年来各副部级、正厅
级高校的校级干部，不少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的司局、处
岗位，动了高校的行政级别，无疑动了行政机构官员晋
升的奶酪。二是高校管理改革由学校行政机构推进。
近几年来，作为事业单位改革试点，一些高校已推进职
员职级制改革，但由于是行政干部主事改革，改革的结
果换汤不换药。

因此，高校去行政化改革，要动真格，必须从以下
两方面着手。首先，要改革当下的“改革模式”，从推动
教育行政部门放权出发，应该将教育改革推动、协调机
构，从教育行政部门转设到国务院，甚至全国人大，排
除行政部门的既得利益，破除传统的管理思维和工作
方式。对其他事业单位的改革来说，也应如此。

其次，在每所高校内部，应设立具有决策权、监督
权的教师委员会，参与学校改革的决策与监督。这是
现代大学制度的应有之义。设立教师委员会，既可视
为改革的路径，也可视为改革的目标。把改革的主导
权从行政机构、行政官员转移到一线教师，这是推进去
行政化改革的关键。

针对教育改革，教育部已发文要求各地、各高校申
请改革试点，但从改革的路径看，对取消行政级别这样
重大的改革，还是应由国家推动。不然，地方的试点，
很可能遭遇既得利益者的围剿而煮成夹生饭。因此，
在明确事业单位一定要取消行政级别后，要有清晰、可
操作的改革路径，由此给公众以改革的信心。蒋理

“全裸”乡政府
为何上级不敢来了
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政府成为全国关注的焦

点，当地老百姓因此也对自己民生问题的改善寄予了
更高的期望，他们迫切希望解决水、电、路等问题。但
白庙乡政府向有关部门争取项目和资金，却少有回
音，来白庙乡的上级部门人员与以往相比减少了一
半。眼看1000多万元改善民生的资金缺口无着落，
白庙乡政府无奈在网上招商、求助，但一个多月来依
然毫无反应。白庙乡党委书记张映上对此是困惑不
已：这“裸账”究竟怎么啦？(6月7日《成都商报》)

想当初，白庙乡政府实现财政支出的“裸账”，对
于饥渴的民心来说，算是一次不小的慰藉。正因如
此，叫好声彼此起伏，公众纷纷渴盼着此举能推动透
明财政的阳光，撒播到更大范围。然而，我们高兴得
似乎太早了，“全裸”的白庙还没等来愿意接茬跟着

“脱”的部门，便遭遇了“裸奔”行程上的障碍——争
取资金没有回音，上级部门很少“关照”，就连商家也
不买账，绝少前来投资了。

白庙乡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上级部门、投资商
家打入“冷宫”。惹得此前信心满满的乡党委书记，
也有些踌躇困惑——“裸账”究竟怎么啦？交织着现
实压力与理想主义色彩的“全裸试验”，经过短暂的
喧嚣之后，似乎落得了个“四面楚歌”的境地，理想主
义遭遇了挫折，只有突兀的1000多万元改善民生的
资金缺口的现实压力横亘在面前。

究其原因，在于目前深不见底的“江湖”惯性使
然。一则，虽然都高调主张“财政公开”，但不少人打
心眼里都不希望公众明白地知道政府部门的钱用在
哪里。因为公开得越彻底，来自公众的监督就会越
深入、越广泛，这对于习惯了暗箱操作、内部运作的
一些官员来说，无疑是全新挑战。而白庙乡在部分
人眼里，“毋庸置疑”地犯了潜规则的“大忌”，“全裸”
让他们备感压力的同时，也无法获得“公款吃喝”等
诸多好处。所以，他们以减少考察、不批资金等方式
表示惩戒。

二则，企业不前来投资，是错误地认为“水至清
则无鱼”。因为现实是，一个全社会性的好的规则和
良好营商环境并未形成。不少地方的企业和投资者
个人，都习惯不遗余力地对权力部门进行“打点”，来
获得当地的政策支持和政府保护，靠“保护伞”而非

“实力”竞争取得市场胜利。就连一些跨国企业也拿
钱打通关节进而获利。在这种语境下，“裸账”成了
很多投机钻营、渴望政策“红包”的商人，投资决定前
最大的拦路虎。

所以，“全裸”乡政府的“热望”遭受上级部门、投资
商人的“冷遇”，其实是财政不公开、营商环境不公平下
的必然。而显然，要想结束此类“必然”，唯有以“制度
设计”强力推进各级别政府财政“坦诚地裸身”，实现对
所有“下级部门”的一视同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法
治、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使任何一个企业不必
对“权”表达“敬意”。到那个时候，“白庙乡”式的碰壁
和困惑才会真正渐行渐远，直至消失。 崔中波

对“高考阅卷须博士”的误读很口水6月7日，记者从
北京高考考卷一些阅
卷点获悉，今年高考
对阅卷老师的资格做出了严格要求，高
校的阅卷老师必须是博士学历，这意味
着在读的研究生不能参与阅卷评卷。
（《京华时报》6月8日）

适逢高考期间，这样的消息格外引人
瞩目。我注意到，消息一出，旋即引发了
潮水一般的质疑和指摘之声：为什么高考
阅卷必须要博士学历？学历高就代表水
平高？让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教师
阅卷比博士阅卷更公平……如此种种，不
一而足。如是的质疑看上去理直气壮义
正词严，其实，请恕我直言，这是一种很滑
稽、很古怪又很口水的跟风性误读。

北京规定的是“高考阅卷老师学历须
达博士”，而并非是“博士为高考阅卷者”，
这两者天差地别，不可混淆。也就是说，
经过选拔的高考阅卷者，是具有博士学历
的大学教师和中学教师，是“博士教师”非

“博士”也。而事实上，从其他媒体的相关
报道来看，北京这一次组织的阅卷老师全

部都是“骨干教师和教研员”，既然如此的
话，博士教师阅卷又有何不可呢？

当然，不能说“博士教师”的水平就
一定比“非博士教师”高。但反过来说，
似乎也没有证据证明博士教师的水平就
比普通教师低。现在的问题在于，对于
教师而言，能够参与高考阅卷本身就是
一种“荣誉”和职业生涯的肯定，所以报
名者肯定甚众。在这种情况下，高考阅
卷适当提高门槛进行“选拔”，要求阅卷
者须有博士学历，也纯属情理之中。这
只能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高学历的教
师越来越多——可以试想，如果没有充
分的选择余地，高考阅卷岂不是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吗？

对于“高考阅卷须博士”，只要稍加
思考，就能明白这是多么正常的事儿。
不过，很多人或许连新闻都没有读完，就
不假思索地跟在“某些人”身后，可悲地
沦为勒庞笔下那种操纵想当然智慧思维

的“乌合之众”，
人云亦云，话语
跟风。

类似的网络场景比比皆是。在互联
网上“乌合之众”们甚嚣尘上，令人啼笑皆
非。近日，一篇《民航超牛修补，机翼粘完
胶带就上天》帖子在网络热传，该帖称拍
到的是昆明航空的飞机，引起网民关注。
（《宁波晚报》6月8日）此帖一出，诋毁嘲讽
甚至是谩骂的口水一时泛起，很少有人思
考“飞机机翼缠胶带飞行”的现象是不是

“别有原因”。事实上，既然缠上了胶带，
这说明航空公司已经发现了飞机上的“问
题”，航空公司不会如此弱智。果不其然，
这是符合飞行手册的正常行为，而所谓的
胶带也是金属胶带，是很昂贵的航空材
料，批评者们顿时被打了脸。

依托于互联网平台，舆论的力量日
渐兴盛。公共权利意识的崛起，公共道
义的伸张，公共秩序的维护，网络舆情汹
涌澎湃。其中，非理性的网络情绪以“多
数人口水暴政”的方式泥沙俱下，这是一
种值得警惕的迹象。 陈一舟

据报道，中国工程
院院长徐匡迪告诫院士
们“要珍惜院士荣誉，保
持这一称号的纯洁，不
要让院士称号变成被滥
用的资源”。 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陈宜瑜表
示，坚决反对院士兼

职过多、徒挂虚名和领
取不正当报酬，要婉拒
过高的、不适当的物质
待遇，对自己成就和贡
献 的 宣 传 要 恰 当 。

吴之如 文/画

调解成功，被调解人宣读感谢信。

公诉干警送达调解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有调解的权利。

“赛而优则仕”不能成为常态
只有拿到奥运冠军等荣誉，

才能按照贡献来“安排”，才用不
着为后路操心。在山东省体育局
统一提拔下，邢傲伟、唐功红、刘
春红等9名奥运冠军一起晋升副
处级领导职位，很快将走马上任。

获悉这一消息，真不知该喜
还是该忧。从一方面来讲，这些
运动员为国家体育事业付出了太
多的汗水，理当有所安排；可另一
方面，运动员当官，而且看上去走
的是“绿色通道”，这不免有“赛而
优则仕”之嫌。虽说这9名运动员
即将走上的都是体育相关岗位，
但是为官有“道”，不可随意授受，
否则官职岂不成了一件礼物？

当然，运动员当官并不是什
么新鲜事。像许海峰、邓亚萍、熊
倪等老运动员，后来也都纷纷走
上官员岗位，还有的从体育官员
转到其他部门，而且级别不低。
这些都可以视作国家对运动员后
路的一种体制性安排。姑且不论
个中是非，这其实体现了现行体
制下的某些弊端。

不妨想想，倘若不是这样有
“奔头”，大概不会有那么多运动员
从小就抛弃学业，被吸收进入国家

队，集中训练，浴血奋战。而当他
们过了运动员的黄金时期，一朝退
役就可能面临失业。这对他们来
讲，当然是很不公平的。那么怎么
办呢？既然当初是国家吹响的集
结号，就该由国家来安排他们的出
路，或送他们到大学读书，或给他
们安排工作，或像这些奥运冠军一
样走上官员道路……这都是现行
体制下的路径选择。

问题是，一个优秀运动员就一
定会是个优秀官员吗？答案不言而
喻。一个运动员固然可以傲视群
雄，取得不凡成绩，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一定能够当好官员，即便是体育
官员。如此一来，这种制度安排的
巨大漏洞也就显露无遗。在这种情
况下，运动员不仅未必能够胜任职
务，还可能人浮于事，甚至成为官员
队伍里的“特殊群体”。国家给退役
运动员合理安排出路是对的，但把
未必具备官员禀赋的运动员塞进仕
途，这肯定不是个好办法。

让人无奈的是，目前这种格
局还很难被打破，因此，对于9名
即将走上官员岗位的奥运冠军，
人们除了祝福，更多的恐怕还是
疑问。 魏英杰


